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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因素

———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的启示

石 硕①

摘 要: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结束诸侯
长期征战的出路在于统一局面的出现，并给中国带来向前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在战国向
秦汉统一局面的转折中，承担了重大使命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正是 “战国七雄”中的秦、
楚两国。与“七雄”中其他五国相比较，秦、楚的共同特点是地处边僻，并大量吸纳戎
狄、蛮夷成份，这使他们的 “华夏”身份较模糊和边缘化，但唯其如此，赋予他们开创
“新传统”的可能性与力量。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充分印证了 “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即对“西戎”“蛮夷”等新的相对于 “华夏”的异质性因素的吸纳与兼容并包。这
一进程不但拓展了“华夏”内涵与地域，也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势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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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无论 “春秋五霸”，还是 “战国七雄”，均是在
诸侯国激烈征战、角逐与兼并中脱颖而出。频繁而长期的战乱，导致原有政治秩序逐步瓦解，即
孔子所言“礼崩乐坏”。新秩序与未来方向在何方? 尚不得而知。对前途的不确定性和迷惘，使
诸子纷纷从人性、事理、社会秩序等角度进行探讨，开出济世良方、形成百家争鸣。于是，在乱
世的迷茫中，反促成了思想的繁荣与发展。
通常而言，历史事实恒常不变。但在恒常不变的历史事实中，人们能看到什么? 却随时世和

思想观念而异。
几年前，听一位秦汉史大家的讲座，谈秦何以能统一六国，具体内容记不太清了，大体是

说，秦统一六国的原因，在于其技术上的先进性，并详尽列举了秦在各种技术上的领先性。但由
此也让笔者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在战国到秦汉，即由分裂走向统一这一关键历史时期，是什么因

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梁启超写过一篇谈战国赵武灵王的文章，题目叫 《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读
后暗自惊讶，梁启超为何对赵武灵王有如此之高的评价? 当时并不是很理解。后来才慢慢体会
到，赵武灵王主动效仿北狄之胡服骑射，虽属突兀，是对异质性 “他山之石”的借鉴，却给当
时自称“中国”并讲求冠戴礼仪的“华夏”带来一缕新风。①
战国七雄中，最接近于夷狄者，无疑要算赵、秦、楚三国。燕本来也与北方夷狄接壤，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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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僻远且在七雄中并不发达，故影响力尚无足轻重。赵国的疆域大致在今山西、河北一带，不仅
直接与北狄相接，且与北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记·赵世家》记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①
而秦之先世“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② 可见，赵同样与夷狄关系密切。这大约正是效仿夷
狄胡服骑射，即“以夷之长技制夷”最早出现于赵的原因。不过，有三个原因导致赵国并未在
后来的历史巨变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赵离强大的秦太近，没有坐大的机会; 二是赵的疆域缺乏

天然屏障，无险可据; 三是赵武灵王凭敏锐直觉和灵感意识到须学习和效法夷狄胡服骑射的逆袭

和反传统之举受到较大非议和阻力，并未能够延续下去。
因此，在战国七雄中，得以充分吸纳夷狄因素的主要是秦、楚两国。
在战国到秦汉的历史演变中，秦、楚有两个突出共同点:
其一，二者均在历史巨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秦统一六国，其作用自不待言。但在推翻秦

之暴政、开创汉朝盛世的历史转折中，楚同样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完全应验了 “亡秦必楚”这
句话。
其二，在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眼中，秦、楚均非当时 “华夏”之正宗。他们或大量杂糅戎狄

成分，或直接被视为“蛮夷”。尽管秦、楚均因实力而跻身 “七雄”，但二者在文化上的异质性
显而易见。从“华夏”的视角看，二者皆处于不太纯粹和较边缘的位置。

二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秦、楚两国在战国到秦汉的历史转折中所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并扮演
重要角色，同他们非“华夏”正宗和文化上的不纯粹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相关性? 此问题甚为
关键，直接关涉我们对促成战国至秦汉这一历史转折决定性因素的认识与理解。
《史记·秦本纪》记秦“在西戎，保西垂”，③ 秦之先世“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④ 可
见，秦的祖先游离于“华夏”与“夷狄”之间，身份较为模糊。在秦的崛起中，其兼容并包主
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一、秦穆公时“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⑤ 这使秦的疆域大
幅度向西拓展，并与西戎发生密切联系和交融，秦军中不断吸纳戎人成分，开始跻身强国之列。
二、秦惠文王时用张仪之谋，派司马错率军灭巴蜀。今天我们已习惯于将巴蜀归入 “华夏”

序列。但在公元前 316 年秦灭蜀之时，蜀地的文化对于秦的异质性相当明显。司马错曰: “夫
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⑥ 张仪亦云: “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⑦ “戎翟
之伦”一语，清楚表明蜀人与秦在文化完全不同。蜀人在人群系统上属于 “南夷”，⑧ 与秦人言
语不通，文化相异。这导致灭蜀以后，蜀人对秦的反抗相当剧烈。在灭蜀后近 30 年中，蜀地的
政局一直动荡不稳，反叛不断。⑨ 为有效防御蜀地的反叛，秦采取了大规模移民的对策，以 “戎
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0 由此开启了秦向蜀地移民的传统。《史记》曰: “秦之迁人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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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 中华书局，1959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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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① 移民成为秦消解蜀之异质性的主要手段。经过近百年的治理以及移民与蜀人的融合，到
李冰任蜀守时 ( 公元前 256 年至公元前 251 年) ，“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② 唐人卢求
亦称“置巴蜀郡，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③ 从蜀人被称作 “戎翟之长”“戎伯”且与
秦人言语不通看，对秦而言，蜀人的异质性乃显而易见。
灭巴蜀对于秦统一六国至少有以下重大意义: 其一，巴蜀尤其是蜀地的富庶和辽阔地域增加

了秦统一六国的实力与筹码。正如《史记·张仪列传》记: “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
侯。”④ 蜀的富庶很大程度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使与六国竞争之天平进一步向秦倾斜。
其二，为秦灭楚提供了地理、军事与经济优势。楚在六国中武力强大、地域辽阔，是秦统一的主
要障碍。但楚与巴蜀相接，灭巴蜀后，秦获得了由巴蜀攻楚之地理优势。公元 308 年，秦遣
“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⑤
公元前 280 年，秦遣“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⑥ 公元前 277 年，秦派 “蜀守若
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⑦ 对秦取巴蜀后所获得的对楚之优势，宋人郭允蹈在 《蜀
鉴》中有一段精辟论述: “秦既取蜀，……又取黔中，则断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势孤矣。劫质怀
王，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⑧ 其三，灭蜀不仅

使秦的疆域延伸至辽阔的西南地域，使之成为秦的后院，同时在灭巴蜀到统一六国的一百多年

中，也使秦大量兼容和吸纳了西南夷地域的民族、文化因素，大幅度提升了秦在民族和文化构成
上的多样性与复合性。
三、秦虽地处西陲，却对六国采取兼容并包的开放之策，尤其体现于不遗余力招贤纳士、延

揽人才上。
在秦王政统一六国前，曾发生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事情的起因是: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

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 ‘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
切逐客。’”⑨

于是秦王政下达“逐客令”，驱逐所有外来谋士宾客。后来成为秦之丞相的李斯因系楚人，
亦在驱逐之列。李斯在被驱逐途中，给秦王政上书，上书很长，大意是说，秦能有今日之霸业，
全赖于秦之先王的兼容并包。
李斯的上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彊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
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
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
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 “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
多; 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
国无危，不可得也。�10
秦王政在读了李斯的上书后，收回了“逐客令”，并派人追回了已在驱逐途中的李斯。
从李斯的上书看，秦在崛起过程中，采取了虚怀若谷、兼收并蓄的政策，广泛吸纳六国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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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予以重用。如李斯在上书中所言: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

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
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张仪
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
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
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①
这段记载说，在秦的崛起过程中，穆公、孝公、惠王和昭王四个时期最重要。穆公 “遂霸

西戎”是因为重用了西戎的由余、虞的百里奚、宋的蹇叔、晋的丕豹、公孙支等五人; 孝公重
用卫国人商鞅，使“国以富彊”; 惠王 “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是用魏
人张仪之计; 昭王重用魏人范雎，则“使秦成帝业”。也就是说，秦一是向西开疆拓土，向西北
“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并吸纳大量戎人成分，向西南则将富饶、辽阔的巴蜀之地收入囊中获取
大量财富并与西南夷人群发生密切关系; 二是招贤纳士，广泛延揽六国士人并予以重用，历任宰

相中不少是六国之士人。在东、西两个方向的兼容并包，正是秦不断崛起和强大的重要原因。
楚的情况与秦颇相类似。《史记》也记楚的先祖 “或在中国，或在蛮夷”。② 楚是在征服和

融合大量南方诸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楚的先王熊渠也自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楚以“蛮夷”自称，在以下一段记载中很典型:
三十五年，楚伐随。是也。随曰: “我无罪。”楚曰: “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

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
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 “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
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
始开濮地而有之。③
正因为楚以“蛮夷”自居，楚庄王八年，楚伐浑戎，兵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

满劳楚王，遂有楚王态度轻慢地问周室传国之鼎大小轻重之事:

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 “在德不在鼎。”庄王曰: “子无阻九鼎! 楚国折钩之喙，足
以为九鼎。”王孙满曰: “呜呼! 君王其忘之乎? 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
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
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 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④

这便是“问鼎中原”的故事。至今在荆楚之地武汉一带民间尚流传一口头语，把 “不服”
叫做“不服周”，正是久远历史传统的孑遗。
直到楚的势力逐步强大，周王室始对楚另眼相看: “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 楚) 成

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 ‘镇尔南方夷越之
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⑤

此记载透露出，在周王室眼中，楚的身份较为另类。从赋予 “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
国”的使命与责任看，楚与蛮夷关系密切，不仅处“蛮夷”之地，自身也混杂有大量蛮夷成分。

三

那么，秦、楚两国大量吸纳与融合 “戎狄”“蛮夷”成分，同他们在战国向秦汉的历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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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541 ～ 2542 页。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北京: 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690 页。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北京: 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695 页。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北京: 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700 页。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北京: 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696 ～ 1697 页。



中担负特殊角色和所发挥重要作用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战国七雄角逐的主要方式是战争。在战争中，强力、勇猛乃是决定性因素。秦因地近西戎，

吸纳“戎狄”成分较多，在体质与性格上的异质性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决定了秦人的残忍远在
六国之上。秦的军队被称作“虎狼之师”，士卒体格强健，能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秦军在征服
六国过程中的强力与残忍，亦为六国所难以匹敌。即贾谊 《过秦论》所言 “伏尸百万，流血漂
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①
商鞅以严刑峻法为特点的变法能在秦取得成效，除秦孝公大力支持外，也和秦与 “西戎”

的融合度高，其民性憨直、残忍而又守信等文化特点密切相关。秦能统一六国，固然有 “据崤
函之固，拥雍州之地”，易守难攻和“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② 等多种因

素相关，但最重要的却是人的因素，与秦“在西戎”，并大量吸纳“西戎”等成分致民族融合度
高而具有六国所不具备之异质性优势有更为直接的关系。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继秦之后，在秦汉历史转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恰恰是战国七雄中几被

视作“蛮夷”的楚。楚是“亡秦”主导，乃是不争的事实。率先起事反秦的陈胜、吴广均为楚
人，其所率戍卒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楚民，起事后也立刻趋据楚之旧都陈 ( 今河南淮阳) ，并称

“张楚” ( 含义是“张大楚国”，亦有“大楚”之意) 。田余庆先生指出: “张楚名号，可与 ‘亡
秦必楚’之说照应。”③ 继陈胜、吴广之后的倒秦代表人物项伯、项羽皆楚人。在反秦过程中，
他们立据称是楚怀王之后的熊心为义帝，以作为天下反秦的旗帜和象征。总之，秦是在以楚为主
导、为旗帜的反抗中走向灭亡的。刘邦在反秦中崛起，灭秦后也是被西楚霸王分封于汉中，后逐
渐坐大并在楚、汉之争中胜出。《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清楚表明，秦—汉并非直接连接，而是
经历了秦—楚—汉的递变。④ 班固 《汉书》虽开始淡化楚在秦、汉之间承先启后的作用，但在
秦、汉承续与历史转折中，楚起了关键性作用乃毋庸置疑。⑤
那么，问题是，在被秦所灭六国中，为何不是由其他某一国，而恰恰是楚在秦汉转折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 这个问题可能较为复杂，不排除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纷繁的历史头绪
中，有一点十分清晰———楚是在征服、融合南方诸多蛮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混杂大量蛮夷成
分，这是楚最重要的特点。这直接造成楚地民风剽悍、楚人倔强且不怕事的特点。《诗经·小雅·
采芑》: “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征伐 狁、蛮荆来威。”⑥ 《释名·释州国》: “楚，……其地
蛮多，而人性急，数有战争。相争相害，辛楚之祸也。”⑦ 这些记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的这些

特点。“问鼎中原”“不服周”以及项羽 “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义气之举，均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可能正是我们理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关键所在。
对于秦、楚在战国至秦汉历史转折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范文澜、蔡美彪等在所著 《中国

通史》中明确指出: “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
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⑧

四

秦、楚在战国至秦汉的历史转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一个显著的历史事实。但如何认识和理
解这一历史事实，我们从中能看到和汲取什么? 却是更为关键。
翁独健曾从中国民族史角度作过如下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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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 《过秦论》，萧统编: 《昭明文选 ( 下)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年，第 609 页。
贾谊: 《过秦论》，萧统编: 《昭明文选 ( 下)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年，第 608 页。
田余庆: 《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
参见《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北京: 中华书局，1959 年，第 759 ～ 800 页。
参见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
刘毓庆，李蹊译注: 《诗经》 ( 下) ，北京: 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47 页。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 《释名疏证补》卷二《释州国》，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第 51 页。
范文澜，蔡美彪等著: 《中国通史》第 1 册，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97 ～ 199 页。



总的说来，在战国七雄齐、楚、燕、赵、韩、魏、秦中，秦和楚对历史的贡献最多。对
少数民族的影响也最大。最后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这是一个从分散逐步走向集中统一的历
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戎狄蛮夷接受了华夏文化，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
同时华夏文化也吸收了兄弟民族的许多创造和成就。①
颇具见识的史学家朱维铮先生也曾一针见血指出:

秦汉统一，相继以非华夏族的秦人、楚人为主，实即创建夷夏由混合到同化的新
传统。②
这些论述，揭示了一个重要 “谜底”———在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战国至秦汉之际，对于新

的民族因素的吸纳和兼容并包乃至为关键。所谓“民族因素”，对当时“华夏”而言乃是一种异
质性因素。而对异质性的吸纳和兼容并包，正是能否形成 “新传统”并开拓新局面的关键。从
此意义上说，是否持开放态度，是否对异质性的吸纳和兼容并包也正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势的关键

性因素。相较于齐、燕、赵、韩、魏五国，秦、楚两国之所以能在重大历史转折中发挥关键作
用、担负起重要使命，正在于他们对异质性的兼容并包，从而形成 “新传统”。陈寅恪先生在谈
到盛唐气象时说: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
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③ 从很大程度上说，对异质性 “精悍之血”即新民族成分的充分
吸纳和兼容并包，正是秦、楚能在战国至秦汉迷茫的乱世中 “创空前之世局”的重要原因。
《国语·郑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④“同则不继”一语意味
深长。什么叫“同则不继”? 曾听生物学家说过一个词，叫 “绿色沙漠”。意思是说，一片草原
或一片森林，如果品种非常单一，则其生命力会大幅度下降，一旦遭遇某种自然灾害，如受到别

的物种侵袭或是遭遇某一种病虫害，即可能大幅度褪化，造成灭顶之灾。这样的草原和森林，看
似郁郁葱葱，实则生命力脆弱，无法抗御外部的侵袭和灾害。这就是 “绿色沙漠”。在内蒙古草
原考察时曾学到一个知识，当地牧民判定一片草场好坏，方法很简单，划一个圈，在草地上数圈

内有多少种草的品种，草的品种越多，则草原的质量就越好，反之，草原质量就堪忧。这里所遵
循的，正是“生物多样性”原则。古人云 “独木不是春”，其 “独木”的含义不是指一棵树，
而是指一种树。言外之意是，万紫千红才会生机盎然，春天乃因万千气象而充满生机与活力。这
所反映的同样是生物多样性原理。人类作为生物之一，自然脱离不了生物属性，故生物多样性同
样广泛适用于人类社会。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和民族，其稳定性和生命力同样会得到大幅度提
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应是古人在漫长岁月中观察自然与人文提炼出来的卓越智慧，所诠
释的正是多样性、复杂性对于文化及社会的意义。也就是说，同质化往往难以为继，原因是同质
化的不断叠加，只会增强单一性，而单一性增强会使事物的局限性、脆弱性不断递增，丧失自我
更新、变化和形成“新传统”的可能性和动力，渐趋积弱不振。对这一点，钱穆先生曾有一段
精辟论述:

秦、楚则自始即以蛮夷见于诸夏。春秋时期群目楚人为蛮夷，以楚主武力兼并最烈，与
诸夏宗法封建势力根本相冲突也。……齐、晋则以武力维持当时宗法封建国家之传统地位。
楚、秦则代表相反对之一种势力也。诸国中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愈深者，其改进愈难，故
鲁、卫遂至积弱不振。其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较浅者，其改进较易，……秦、楚则以受封建
传统文化之熏陶更浅。⑤
这是对“同则不继”道理的深刻阐释。所以，要跳出“同则不继”的窠穴，唯有兼容并包，

不断吸纳新的异质性因素，方能形成“新传统”，产生新的生命力。唯其如此，才会具有开拓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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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国史大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74 ～ 75 页。



史新篇、“创空前之世局”之能力。 “和实生物”的 “和”，其内涵正是和而不同、兼容并包。
这意味着，兼容并包即对异质性因素的接纳与兼容，乃是开拓新世局的根本。一个文明，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乃至于个人，无不如此。这正是秦、楚在战国至秦汉历史转折中发挥关键作用带给
我们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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